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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 

    教育對於型塑社會及個體的未來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（Lim, 2024），而教

育之成敗，則師資之良窳乃是關鍵，因為沒有好的教師，就不會有好的教育（楊國

賜，1987），由此可知，教師是實現優質教育的關鍵角色，同時也是學生學習的重

要推手，其教學素質的重要性可見一斑。 

    教學現場是教育推展的最前線，充滿著許多繁複瑣碎的事務性工作，而初任教

師首進教學實務現場，在處理教學相關問題總較手忙腳亂，進而衍生相當多無法解

決且對其產生震憾的教學困境。Veenman（1984）的研究發現，初任教師教學困境

前五名依序為：教室常規管理、激發學生興趣、適應學生個別差異、評量學生作業、

以及學生家長關係。而初任教師教學的圖像或成敗，對其未來的教學生涯或面對教

學挑戰深具影響力（張德銳，2003；Göker, 2020），並進而影響未來其對教育產生

正向或較負面的觀點。所以，初任教師的專業發展可說是教師專業相當重要的一

環。因此，如何提供初任教師有效的教學輔導促進其專業發展，進而提升其教學效

能應是當前重要的教育任務之一。 

     教學觀察與回饋是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重要利器（Wade, 2024），也

是較具系統性的教學輔導方法之一。而我國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，

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，12 年國教課綱規範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都應至少進

行一次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。然當前對初任教師進行公開授課之備觀議課時，大都

較強調行為主義觀點，也就是有經驗教師提供初任教師教學建議並指導其如何改

善。此種較屬「輸血」而非「造血」的概念，不但效果較有限，也較無法提供初任

教師對教學進行自我反思與自我改進的機會。 

    此外，教學現場其實有許多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，然多數都較強調教學外

顯行為改變的教學視導模式（丁一顧、張德銳，2006；Costa & Garmston, 2002），

而 Costa 與 Garmston（1986）就指出，內在思考過程乃是改善外顯教學行為的先決

條件，所以當老師的想法、觀點與認知改變，其教學行為就會改變，當然教學效能

就有可能提升。而此種觀點恰與認知教練（cognitive coaching）的主張相同，因為，

認知教練的主要目的在促進教師省思與作決定，並進而改善教學效能（Alseike, 
1997; Colantonio, 2005; Costa & Garmston, 2002），而且，相關研究亦顯示，認知教

練對初任教師教學省思具正向影響效果（Eger, 2006）；認知教練視導者與初任教

師互動次數越多，初任教師之省思能力越佳（Edwards, 1993），所以，善用認知教

練來促進初任教師教學省思，應當是相當值得倡導的專業發展及教學輔導模式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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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準此，本文旨在善用認知教練促進初任教師教學省思，具體言之，本文首在

分析認知教練的相關概念，其次，則說明認知教練與教學省思之關係，最後，再提

出如何善用認知教練提升初任教師教學省思的建議，以供推動之參考。 

二、認知教練相關概念 

認知教練源自臨床視導模式，而 1980 年代中期以後，臨床視導的發展則進入

所謂的「發展與省思模式」，期望透過各種臨床教學視導，直接影響教師的思考，

進而協助教師對其教學情境產生慎思、質疑及轉化，諸如，發展性視導模式、省思

式視導模式及認知教練模式等（Pajak, 2000）。 

 Costa 與 Garmston（2002）倡導認知教練，並將教練隱喻為一種類似馬車的

運輸工具，其目的乃是將一位有價值的夥伴帶至欲前往的目的地。而認知教練可以

說是為因應教師個別專業成長需求而生，其能增進教師思考以改善教學策略，並促

進教師認知、觀點、作教學決定、以及強化知能的有效視導策略，所以也是廣受推

展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（丁一顧、張德銳，2006 ；Alseike, 1997; Colantonio, 2005; Costa 

& Garmston, 2002; Edwards & Newton, 1995）。 

認知教練乃是植基於真誠、尊重與同理的一種非評斷式思考引導，強調教練者

與教學者間信任關係（Costa & Garmston, 2002; Ellison & Hayes, 2005），主要是強化

個體認知能力來成為自我導向學習者 （self-directed learner） ，目的在於提升教師自

我規劃、自我監控、以及自我修正的能力（Ellison, 2003;Ellison & Hayes, 2005; Wade, 

2024），因此，認知教練乃是教練者與教學者營造信任關係，應用教練技巧與策略，

透過計畫會談、教學觀察與省思會談等歷程，引導與支持學者認知 、思考與決定的

改變，進而提升教師教學表現以及學生學習成效（丁一顧、張德銳，2009）。  

    認知教練與其他視導模式，最大的差別在於此模式並不在提供建議、告知教學

者應該如何做，而在發展教學者內在思考過程（Costa & Garmston, 2002; Rogers et al., 

2017），鼓勵並強調專業對話（Göker, 2006; Maskey, 2009; Wheeler, 2019），因此，

教練者主要透過三個步驟與教學者進行深度會談：(1)觀察前會談，即指計畫會談；

(2)教學觀察；(3)觀察後會談，係指省思會談(Costa & Garmston, 2002; Göker, 2020; 

Wade, 2024)，茲分述如下： 

在計畫會談中，主要是教學者向教練者說明課程目標，對話內容包括：(1)教練

者協助教學者透過教學預期結果來決定(教學)目標；(2)教練者透過提問引導教學者

闡釋達成(教學)目標的方法；(3)教練者透過提問引導教學者說明期待被觀察的教學

行為；(4)關注教學者自我導向學習；(5)教練者提問教學者反思教練過程，以確認

教練對話對教學者反省思考與作決定的提升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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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學觀察上，主要是教學者授課，教練者觀課，教練者被期待蒐集教學者的

課程與教學優勢、以及學生學習的資料，而教學者則被期待要決定資料蒐集的程

序，而此則誠如 Costa 與 Garmston 所言，教練者應表現像研究者或實驗者之角色，

才足以掌握教學者教學作為與不作為的意涵與功能，並進而提供省思會談的參考。 

在省思會談上，主要是教學者分享課程與自我評估的印象，而教練者則要與教

學者分享教學觀察所蒐集的資料，並進行如下對話：(1)教練者提問以協助教學者

重新評估教學所發生的事件；(2)教練者提問以協助教學者比較課程目標與實際教

學間的差異；(3)教學者分析教學過程中所學到的學習經驗；(4)教學者致力於未來

採取新的教學策略；(5)教練者提問以協助教學者瞭解在省思會談中思考與作決定

能力的發展。 

丁一顧與張德銳（2009）歸納相關研究發現，認知教練者在實施計畫會談與省

思會談之際，會善用四大策略工具來促進教學者省思與作決定能力，分別為：融洽

（rapporting）技巧、引導式提問（meditative questions）技巧、不做價值判斷（non-

judgemental responds behaviors）、以及提供資料和資源（providing data and access 

resources）。 

在融洽技巧上，認知教練者宜善用姿態、手勢、聲調、措詞、呼吸等準語言，

促進與教學者間之互動及信任關係，進而提升互動與會談的融洽度；而引導式提問

則是認知教練者運用複數型式（plural）的提問（例如，你有哪些想法？）、探究式

（exploratory language）提問（例如，如果 1 分最低、10 分最高，你覺得你的教學

表現是幾分?）、以及正向假設（positive presuppositions）提問（例如，如果有機會

再教一次，你會使用哪些方法來提高學生上課的參與度?）等，藉以激發教學者的

思考與作決定能力：至於，不做價值判斷則是使用停頓（pausing）、重述

（paraphrasing）、釐清（clarifying）等技巧，藉以營造雙方信任關係並激發教學者

省思；至於提供資料與資源，則是教練者將教學觀察所蒐集到的資料提供給教學者

參考，並透過提問引導教學者針對教學優缺點提出改善策略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當教

學者無法思考出改善教學問題的策略，則教練者可提供多元策略供教學者思考與

作決定。 

由此可知，認知教練主要在建立信任關係、引導教學者省思、以及提升教學者

作決定的能力，進而促發教學者改善教學並提升教學效能，而此就如同（Alseike, 

1997）之觀點，認為認知教練可以激發教師思考，以進一步形成新的理解，並成為

較佳的決定者。因此，當初任教師在面對各種教學問題與挑戰時，如果能有一位適

切的認知教練者，隨時引導其進行教學省思並作教學決定，相信初任教師定能有效

地思考改善教學的策略，並進而不斷提升其教學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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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認知教練的實施仍有其限制，諸如，時間不足、教師教學專業孤立

（Johnson, 1997; Schlosser, 1998）、教師間距離影響互動、技巧因教練者不同風格而

有不同的結果，以及教師參與意願及行政是否支持等問題（Reed, 2006），都是未

來實施時有待思考與解決之處。 

三、認知教練對與教師教學省思的關係 

教學專業須透過省思才足以充份展現，教學省思不但能提高教師對教學行為

的自覺，更對教師教學效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（張德銳等，2014），顯現教學省思

的重要性。而國內外在認知教練相關研究上，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是正向與肯定

的，認為認知教練對教學省思有正向的影響，諸如：（1）能省思與驗證自己的教學

哲學與價值觀（Townsend, 1995）；（2）能省思分析教學計畫、課程內容（Garmston 
et al., 1993; Townsend, 1995）；（3）能提升教師自我省思與教學省思能力（丁一顧，

2010；張德銳等，2014；Brooks, 2000; Edwards, 1993; Eger, 2006; Evans, 2005; 
Garmston et al., 1993; Göker & Göker, 2021; Gomez, 2005; Moche, 1999; Smith, 1997; 
Walczak, 2022）；（4）能積極思考並試圖改善整體教學過程（Brooks, 2000; Eger, 2006; 
Schlosser, 1998; Townsend, 1995）；（5）有能力去修正、檢視自己的想法（Göker & 
Göker, 2021; Gomez, 2005; Schlosser, 1998）；（6）能覺察自己教學的優缺點（Garmston 
et al., 1993）。 

基此而論，認知教練可以促進教師覺察自我教學優缺點、自我省思與教學省思

能力，而相關研究也顯示，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師教學效能 （Motallebzadeh et al., 
2018 ）、教學效能感具有正向相關（Hußner et al., 2023; Noormohammadi, 2014），

所以，善用認知教練應該適足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，而此等觀念誠如 Walczak
（2022）研究指出，運用認知教練可以促進教師教學省思，進而改變教師教學。再

者，認知教練的實施，除能提供初任教師正向情感支持之外，亦對初任教師教學省

思具正向影響效果（Eger, 2006），此外，認知教練視導者與初任教師在正式與非

正式之互動次數越多，則初任教師之省思能力越佳（Edwards, 1993）。顯然，如果

教學輔導教師、薪傳教師或一般教師可善用認知教練進行初任教師的輔導，相信定

能對初任教師教學問題的改善與教學效能的提升有相當大的助益。 

四、結論與建議 

    認知教練是一種對話與回饋的循環過程，除可用來促進初任教師教學省思，亦

可提供教師或初任教師進行自我導向學習，有效提升教師或初任教師教學效能。本

文探究發現，認知教練是一種臨床教學視導的模式，而認知教練乃是教練者與教學

者營造信任關係，應用教練技巧與策略，透過計畫會談、教學觀察與省思會談等歷

程，引導與支持教學者認知、思考與決定的改變，進而提升教學者教學表現以及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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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學習成效。 

    而認知教練是教練者透過三個步驟與初任教師進行深度會談，包括計畫會談、

教學觀察與省思會談。至於，教練者則會善用四大策略工具來促進教學者省思與作

決定能力，分別為：融洽技巧、引導式提問技巧、不做價值判斷、以及提供資料和

資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認知教練可以促進教師自我省思與教學省思，而教師教學省

思又與教師教學效能、教學效能感具有正向相關，所以，善用認知教練應該可以提

升教師教學效能。然而，實施認知教練之際，也會遭遇些許的困境，諸如，時間不

足、教師教學專業孤立、教師間距離影響互動、技巧因教練者不同風格而有不同的

結果，以及教師參與意願與行政是否支持等問題。 

    為有效倡導及推展認知教練提升初任教師教學省思，本文擬提出如下之實務

性建議，以供未來推動認知教練促進初任教師教學省思之參考： 

（一）善用各種在職成長機會培養教師認知教練技巧 

    本文發現，認知教練能有效促進教學者教學省思，進而提升教學者教學效能與

教學效能感，所以應是相當值得倡導與推動的教育活動。因此，本文建議，未來宜

善用各種校內外教師在職成長機會，進行認知教練相關知能與技巧的培育；此外，

也可利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，促進教師間相互分享認知教練實施技巧與經驗；當

然，也可將認知教練納入初任教師培力課程中，藉以培養初任教師運用認知教練來

促發自我省思與自我導向學習。  

（二）強化雙方信任協作良好互動關係促進共學共好 

    本文發現，認知教練的實施尚有其限制，諸如，教師教學專業孤立、教師間距

離影響互動、以及教師參與意願等，都是未來實施有待解決之處。此外，本文亦發

現，真誠、尊重、同理、互動、以及信任關係乃是認知教練的核心要素。因此，為

強化教師間的互動與參與意願，並提升與初任教師之教學專業互動與分享，本文建

議，教學輔導教師、薪傳教師或一般教師應隨時展現真誠、尊重、同理之行為特質，

此外，亦應長期與初任教師建立高度互動、協作、以及信任關係，藉以有效運用認

知教練促進雙方互學共好。 

（三）運用認知教練技巧引導初任教師對話與省思 

    本文發現，認知教練能有效促進教學者之教學省思，進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

教學效能感，顯見認知教練是相當值得倡導與推動的教育活動。因此，本文建議，

未來不管是教學輔導教師、薪傳教師或一般教師在對初任教師進行備觀議課之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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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可運用認知教練之計畫會談、教學觀察與省思會談等步驟，並活用融洽、引導式

提問技巧、不做價值判斷、以及提供資料和資源等技巧，引導初任教師進行對話與

省思，進而引導教學者自我思考出改善教學問題的策略，真正成為一位自我導向學

習的教學者。 

（四）鼓勵初任教師善用認知教練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

    本文發現，認知教練最終的目的在於培養初任教師成為一個自我導向的學習

者，也就是讓初任教師能透過計畫會談、教學觀察與省思會談三步驟，針對課程與

教學進行自我規劃、自我監控、以及自我修正。因此，本文建議，未來初任教師宜

於每次進行教學活動之際，先針對預計教學之課程進行規劃與省思，以調整出最適

合的課程設計，其次，在實施教學過程中，應持續自我監控與瞭解自我之教學行為

與學生學習狀況，最後，再於教學之後針對課程與教學之缺點進行自我修正，藉以

不斷改善及提升教學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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